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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晟兄宏著《明清史探实》问 兄世，尔康欣喜异常，为克

贺，也为明清史学界喜。克晟兄是恩师郑毅生天挺先生哲嗣，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之时，尔康始就读于南开大学

历史学系，对于他的宏著，焉敢置喙。时俗的序跋书评，多系溢

美之词，所作评论并不真正到位，至于“瑕不掩瑜”之类的话，

更是欺世之谈。似此 兄应酬文字为克晟 所厌恶尔康亦不敢写。

世纪史学思潮来观这里仅从 察克晟兄宏著，说一点感想。

２０世纪的史学研究，尔康以为出现四大流派及一个尚处于

潜流中的派别，这些就是：

　　　　世纪初期的承前启后的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倡议史学

革命，以挽救国运；意图打破传统的帝王家谱的史学，将民众请

进史学领域；相信进化史观，研究和汲取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

他们的具体史学成果虽然不能说非常丰富，但向中国史坛吹进一

股新风，注人了活力。

胡适、傅斯年等人倡导的实证史学。将美国杜威实验主义和

法国实证史学、德国兰克史学介绍到中国学术界，提倡科学方法

研究历史，即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结合

起来；与此相适应，重视考古的科学发掘及其新资料的价值，并

继承清代乾嘉考据学传统，强调文献资料的搜集和利用；主张认

识历史的变化过程，探求历史因果关系；信仰进化论，认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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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一些大学历史学系的讲席，创造很

多研究成果；在 世纪上半叶成为史坛的主要流派，到下半叶

的前半期，其代表人物虽遭到批判，但其治学方法的影响仍然是

巨大的。

以陈寅恪、钱穆为代表的极富民族情感的史学（或勉强名之

曰“民族本位论”史学）。他们博采中外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

笃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盲从外国学术思潮，吸

收外来的观念，融会贯通而不露痕迹；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

厚的感情，扬弃之际，绝不泼脏水也把孩子扔掉；他们讲究义

理，写作上精雕细刻，更多地采取传统史学的寓论于史手法；因

着浓厚的民族感情，尚气节，研究的史学内容与自身的践履是惊

人地一致；从来与官方无关系，但大师级的学者多，如吕思勉、

陈垣、杨树达等人（后二人且是陈寅恪之挚友），故学术影响颇

大，是一股潜流，未显露地面，世人始不以流派视之，世纪末赢

得应有的尊崇与评价；当然细论起来，陈氏、钱氏治史方法和观

念亦多有不同，这里仅就他们民族情感而言置于一个学派之内。

由郭沫若、范文澜等人为代表的阶级论史学。以马克思主义

为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观念极其明确，且长期坚持，由于马克

思主义以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为核心，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

是一部阶级斗争史，故可名之曰阶级论史学；形成于 年

代， 年代以来官方主导下大发展，成为主流史学，然近十余

年受到某种新史学观念的挑战；认为历史学是一门科学，研究和

认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着力探究五种社会形态在中国历

史上的演变、土地所有制性质、资本主义萌芽等关涉社会变革的

重大问题；突出阶级斗争史的研究，致使历史学在一个时期内只

研究农民战争史、工人运动史、党史及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国

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四史 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初始注重

理解地运用，后来教条化，致使不少论著变成为解经的文字，既



第 3 页

不宏观，也不微观，套话连篇；重视文献材料和考古发现，同时

利用考据的方法；力倡服务于革命政治目标的史学功能；将马克

思主义引入历史学，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阶级与阶级斗争、劳

动人民在历史上的作用等重大问题的讨论，对宏观把握历史发展

起到某种积极作用。

世纪末出现的可能成为新史学流派的史学研究力量。改革开

放以来，人们厌恶影射史学，谋求走出“史学危机”的处境，一

面探讨史学理论问题，一面开展文化史和社会史的研究。有的学

者说社会史就是以叛逆者的面貌出现的，容或是这样的，但关键

是在谋求历史学的新发展；在观念和方法论上，“三论”、“新三

论”最先被引进史学殿堂，西方的各种史学思想和方法，纷至沓

来，年鉴派史学、新文化史观、后现代主义史学为其大端，就中

年鉴派又较为盛行，究其原因，可能是年鉴派与马克思本人的理

论有所合作，它又强调对下层民众的研究，这样，在中国阶级论

语境下生活的、不同流派的史家接受起来就比较方便，感情上也

易于融洽；在这种对外来史学思潮有点饥不择食之中，自然令人

产生某些不快之感，好在殖民主义解体后，现代世界学术思潮中

多元文化观念兴起，本土化的意识日益深入人心，探求本国文化

特质的愿望有增无减，在我国学术界、史学界也是如 “本土

化”不时地为史家所道及，表示愿为此而努力，本土化的提出是

针对西方中心论的，不过仍有西方中心的影子。看来，相信多元

文化论，致力于寻求本国文化、本国历史的特质是今后史学发展

的必然趋势，新史学流派在不远的将来或许会诞生。

世纪过后回味史学研究及其流派，似乎有一点启示。尔康想

到两点：

史学研究、史学流派都不能割断与古老传统和近代传统的联

系，都要从中获得营养。实证史学、民族情感史学、阶级论史学

无不重视历史资料的掌握与运用，无不从古代史学的史料及其研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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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法的考据学中汲取养料，而且都有“实证”的成分，谁忽视了

这一点，鄙弃史料搜集、史料考据和实证，到头来，真正是史坛

的过客，没有给后来者 世纪形成的史留下可供参考的东西。

学传统，不论是哪一个流派的，也不能弃之如敝履，哪怕它是在

世纪晚些时候出现的。继承传统与吸收外来文化并不是对立

的，并行不悖，实乃势所必然，尤其是在这全球化来临的时代，

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孤芳自赏已难于立足，问题是应有一个正确的

态度，即建立在以本国文化为基准的基础上，吸收外来文化的有

益因素。

实证史学留下较多的史学遗产。以义理见长，或以实证见长

的史学，均有各自的贡献，史学辅助学科的建树更不必说了，无

所优长的史著显然要逊一筹，这大约是史学界的共识吧？比较而

言，富有传世价值的，足资后世参考的，还是那些实证史学的著

述：它的内容实在，观点正确与否当然可以和应当讨论，而充实

的内容则是新研究的基础，怎能忽略它哩！不论哪个学派，凡是

实证性的著作，人们不会忘记它。不讲实证，忽略史实，就失去

了历史学的特征，哪里还成其为史学著作！实证的史学，往往是

微观的研究，意在小题大做，以小见大，最忌讳的是既不宏观、

也不微观的“鸡肋”之作。

上面一番话似乎与克晟兄近著了无关系，就此打住吧，让我

们回到克晟兄的著述上。尔康以为，《明清史探实》是实证史学

的著作，继承了实证史学的基本传统，又吸收了阶级论史学的辩

证分析方法，将它们融会于一炉。如前所述，克晟兄外而出身于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这原本是实证史学的大本营呀；内而家学渊

源有自，乃祖叔忱公为清朝翰林、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教务

提调（教务长），乃父毅生先生为北大历史系教授、文科研究所

副所长、秘书长，西南联大总务长，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

任、副校长 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教育家 早期实证史学派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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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成员。这内外的学术环境，给予克晟兄丰富的实证史学的素

养，铸造了他的史学品格。别的不说，单从毅生师和克晟兄专著

的命名来看：毅生师的宏著名曰《清史探微》、《探微集》，克晟

兄的大作，早先的一部叫做《明代政争探源》、如今的称为《明

清史探实》，读者诸君请留意，一个“探”字，一个“微”字，

乃是学术风格、为人品格的表征。“微”者，似乎所研讨的问题

是微末小事，不足称道；“探”者，系探讨、探索、探求的意思，

所发表的意见仅是作者的初步看法，供学术界讨论，不敢以定论

自居也。这“探”字和“微”字，不是给我们传递这样的信息

么：以谦虚谨慎的治学态度，探讨历史问题，实事求是，不误解

古人，也不强加己意于今日的学术同行。实证史学一般不乱讲因

果关系，小题大做，以小见大，在毅生师和克晟兄的著作里，让

我们看到了这种史学的样本。实证性史学著作能够传世，毅生

师、克 兄的宏著为同行必备的参考书，尔康以为，这是没有疑

义的。说到这里，想起了陈寅恪的主要著作名称，如《隋唐制度

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金明馆

丛稿》及《寒柳堂记梦未定稿》等，无不带一个“稿”字，这谦

谦君子风范，让我们读出国学大师的博大襟怀，令人景仰莫名。

这“微”、“探”、“稿”诸字的运用给了我们多少治学的启示

呀！

南开大学历史学，在毅生师和尔康的老师们的实践和倡导下

也是重视实证史学的，尔康受学术氛围和毅生师的影响，一向注

重微观研究，对史学理论和当代史学史缺乏素养，今不揣简陋，

讲什么史学流派及其某种得失，可能是些无知妄言，不过意在说

明克晟兄的实证史学成就罢了，不知克 兄是否允许尔康这样

说？数十年来，我们师兄弟间进行学术探讨，特别是在共同出席

国内外学术会议之时，利用学术环境，更是交流不辍。今敢请克

晟兄不弃，继往开来，有以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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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晟兄的阅历既广，而记忆力更是惊人，深为尔康所叹服。

每与克晟兄谈讲学林轶事，尔康均从中获得教益，屡次建言于克

晟兄，何妨将胸中的学林故实倒出来 写出专著，加惠于学术

界。兹于此再度进言，克晟兄意下如何？

冯尔康

年 月 日于南开大学顾真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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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元末明初江南士人之境遇

一　　元代士人的地位

在谈到元末江南士人之前，首先应把元代士人所处的地位略

加回顾。而元代士人所处的境况，又必然使我们想起“九儒十

丐”。究竟元代士人的地位如何呢？

自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政权后，到处东征西讨，武功虽胜，但

缺乏长治久安的策略，“所获城邑，即委而去之”，“安业力农，

蒙古人未之知也” 。因此谈不上利用士人，发挥他们的某些作

用。甚而出现了将儒士作为俘虏，没为奴隶，并对士人加征徭

役，横加虐待的现象。据《元史 高智耀传》载：

皇子阔端镇西凉，儒者皆隶役。智耀谒藩邸，言儒者给

复已久，一旦与厮养同役，非便，请除之。皇子从其言。欲

奏官之，不就。宪宗（ 年在位）即位，智耀入

见，言：“儒者所学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自古有

国家者，用之则治，不用则否，养成其材，将以资其用也。

宜蠲免徭役以教育之。”帝问“：儒家何如巫医？”对曰“：儒

以纲常治天下，岂方技所得比。”帝曰：“善。前此未有以是

告朕者。”诏复海内儒士徭役，无有所与。

〔明〕宋 ，《世祖本纪五》，至元十二年五月庚辰，北濂等撰：《元史》卷

京，中华书局， 年，第 册，第 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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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当时儒士在蒙古统治者的心目中尚不如巫医，而且也没有人

向 年蒙古兵他们建议应利用士人。该传中又说，当

攻占淮、蜀时，“士遭俘虏者，皆没为奴”。高智耀奏言：“以儒

为驱，古无有也，⋯⋯宜除之”，得到忽必烈的同意。他又“力

言儒术有补治道”，经过“反复辩论，辞累千百”，忽必烈才同意

“凡免役儒户，皆从之给公文为左验”
。

由此可见，尽管《元史 选举志》记载，元太宗窝阔台时期

中书令耶律楚材请用“儒术选士”，所得“皆一时名士” ，但 事

实上元朝统治者对士人仍“不务存 ，而恤，往往混为编氓”

“当世或以为非便”，重用士人之主张亦“事复中止” 。

自忽必烈统一中原后，元朝统治者对士人的态度起了阶段性

的变化。“世祖益重儒士，任之以政。” “凡有军国大事，必问

曰，曾与蛮子（指江南人）秀才商量否？” 尤其是在仁宗延祐

二年（ ，又恢复了开科取士，尽管在科举考试上，对蒙古

及色目人尚有所偏袒，但当时元朝士人的地位总比元初时是有所

提高的。

但这一时期，元朝统治者对士人的政策也是有反复的。忽必

烈晚期即有所表现，而元顺帝初年秦王伯颜当政时期则尤为明

显。

秋七月壬寅据《元史 顺帝纪》载，元统二年（ ，诏：

“蒙古、色目人犯盗者免刺”；后至元元年（ 十一月庚辰，

《元 《 页。高智耀 ，第史）卷 册，第

页《元史》卷 《选举一科目》，第 册，第 。

〔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 《高学士》条，北京，中华书局，

年，第 页。

《元史》卷 《选举一科目》， 页。第 册，第

页。《元史》卷 《张文谦传》，第 册，第

〔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 （五龙车》，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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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罢科举”，三年四月又下诏令“省、院、台、部、宣慰司、廉

访司及郡府幕官之长，并用蒙古、色目人。禁汉人、南人不得习

学蒙古、色目文字” 。叶子奇《草木子》指出：

后至元间（ ，太师秦王伯颜专权变法，谋

为不轨。⋯⋯盖其在生，出令北人殴打南人，不许还报。刷

马欲又刷子女，天下骚动。

《元史 伯颜传》亦谓，后至元元年，“伯颜赞帝（顺帝）率遵旧

章”，而其中“罢科举”，当然是针对儒士的。

但这种逆流，到了顺帝至正元年（ ）脱脱就任中书右丞

相后，即得到更正。《元史 脱脱传》谈到脱脱上台后，“乃悉更

伯颜旧政，复科举取 ⋯中外翕然称为贤相” 。这种局士法，

面，一直维持到元末。

可见，元代士人的地位，是与元朝科举取士的兴废及元代的

等级制有关联的。正如元代著名学者揭傒斯所言：

自（元代）科举废，而天下学士大夫之子弟不为农则为

工为商；是（？自）科举复，而天下武臣氓隶之子弟皆为士

为儒。 ⋯ 年在位）赫然奋起，宾仁宗皇帝（

兴天下贤能而用之，虽刀笔筐 之末，并欲傅之于士，天下

孰不释耒耜而谈诗书，投干戈而从笔砚。

因此，元朝对士人的态度，既有笼络及重用士人的一面，亦有其

《元史）卷 页。（顺帝纪一、二》， 册，第第

〔明〕叶子奇（：草木子）卷 上，《谈薮 年，篇》，北京，中华书局，

页。第

页。《元史）卷 《伯颜传》，第 册，第

（脱 页。《元史》卷 脱传》，第 册，第

〔元〕揭傒斯：《揭文安公全集）卷 （送也速答儿赤序》，页 《四部丛

刊》本，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 年。〔明〕王袆：《王忠公文 （开科卷 举

诏）中谓：“至于前元，依古设科，待士甚优。”（丛书集成初编》本，上海，商务印

书馆， 年，第民国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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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歧视、打击士人的另一面。正如 代邵循正教授所指出的，

“蒙古人对待文人，虽不算好，但也不像一般人所想象的那么坏，

至少比金（朝）还要好”
。

至于元代的“九儒十丐”之说，清人阮元已根据至元二十五

年（ 在绍兴府学所立的碑文加以反驳，认为“九儒十丐”

之目“，知其为不然” 。陈垣先生曾指出“九儒十丐”说出于南

宋人之诋词，不足为据 。近人姚从吾教授也在其所著《铁函心

史中的南人与北人问题》一文中，特立一目，专述“九儒十丐说

的不可信”。其说甚是。前引邵师文中，也对元朝的“九儒十

丐”发表过精辟的见解。他说：“所谓‘九儒十丐’并非当时规

定出来的阶级，不过是文人自伤自怜之语，文人一面（对元）愤

慨，一面却都热衷。”事实上“九儒十丐”之词，正是一些失意

未降元之文人，见江南士人与元朝勾结，心怀不满，乃以此讽刺

之 。

元代士人所处的地位 大致如此。

二　　元朝对江南士人的优惠政策

年后，忽必烈率兵南征，开始重视士人，提倡汉化。

年忽必早在 烈进军彰德时，即召见儒士杜瑛问计。杜瑛说：

①邵循正：《元代的文学与社会》，载《元史论丛》第 辑，北京，中华书局，

年 。

〔清〕阮元编：《两浙金石志》卷 《元世祖免秀才杂泛差役谕旨碑》，页

。道光四年（ ）浙抚署刊本。

③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卷 《励耘书屋丛刻》，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

页版社， 年，第 。

④见姚从吾：《姚从吾先生全集）第 集，台北，正中书局， 年，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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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以还，人君所恃以为国者，法与兵、食三事而已。

国无法不立，人无食不生，乱无兵不守。今宋皆蔑之，殆将

亡 矣 。

忽必烈 后来兵下听后极高兴，谓：“儒者中乃有此人乎！”

江南后，又“尽求宋之遗士而用之，尤重进士”，凡“朝廷名公

卿，皆以宾礼延见”，因之在政策上逐步笼络江南士人。例如，

到了至元二十九年（ 六月，湖广潭州（长沙）一官员会同

一些“耆老儒人”集议，认为“江南归附以后一十八年，人心宁

一”，因而原来江南的“灯火之禁，似宜宽弛”。这个建议，忽必

烈也应允了
。

元代统治者对江南地主及士人的笼络，具体表现在下面三个

方面：

对江南地主征收赋税较轻

据明于慎行《谷山笔尘》卷 《赋币》条：

元平江南，政令疏阔，赋税宽简。其民止输地税，他无

征发。以故（江南）富家大族役使小民，动至千百，至今佃

户、苍头有至千百者，其来非一朝夕也 。

谈迁《北游录 纪文 上大司农陈素菴书》谈得更为具体：

宋时赋征八分，版曹往催其赋。平江（苏州）

粟二 百）万，元人减之，仅百万。凡开国刑赋恒轻，

衰末刑赋恒重。历代肇兴，并从简约。当元之初，闽广稍

警，旋即安枕，吴浙宴然。以苦宋（贾似道）公田之累，如

《元史》卷 杜瑛 页。传》，第 册，第（隐逸

页（儒学传二《元史》卷 熊朋来传》，第 册，第 。

《元典章）五七，《刑部）十九，《禁夜 讲究开禁灯火》条，北京，中国书店

影印海王村 页。古籍丛刊本， 年，第

④〔明〕于慎行：《谷山笔尘）卷 《赋币》，北京，中华书局， 年，第

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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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重负；有祝而无诅，则轻徭薄赋，实有以招徕而深结之

也。

文中明确提到了元代江南的赋税较之南宋减轻一半，因而“轻徭

薄赋”，“如释重负”，这种政策当然会得到江南地主及士人的拥

护。

关于元代江南地区赋轻的记载尚多，现在摘录数条，以为说

明：

据清潘耒《送汤公潜菴巡抚江南序》中所述：

自唐以来，江南号为殷富，宋时亩税一斗。元有天

下，令田税无过三升，吴民大乐业，元统、至元之间

，吴中富盛闻天下。 ⋯盖吴中之民，莫乐于

元。

明代《万历野获编》的作者沈德符，也曾指出过“前元取民

，明末史家朱国桢亦最轻” 认为，元朝“赋税甚轻，徭役极

省” 。正如至元二十八年（ ）十二月，中书省臣所言：“江

南在宋时，差徭为名七十有余，归附（元）后一切未征。” 看

来这些记载虽时间不尽相同，但事实比较吻合，且说的都是江南

地区。而“吴中之民”，当然既包括地主，也包括士人。

对江南地主兼并土地大加纵容

）元朝统治者曾多次下诏蠲免赋税。至元二十年〔 五

页。

，道光甲申 ）重镌本，页（四年，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 年，第

页。

谈迁：《④ 〔清 国榷》卷

年 页。，第

《元史》卷 《世祖本纪十三》，第

〔清〕谈迁：《北游录 纪文》，北京，中华书局， 年，第

（清〕潘耒：《送汤公潜菴巡抚江南序》，载〔清〕陆燿辑：《切问斋文钞》卷

，北京，补遗》卷 中华书局，

，至正二十三年二月癸酉，北京，古籍出版社，

页。册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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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一次即免江南税粮三分之二。 这种政策当然对江南地主有

利。同时，还对江南地主大量隐匿腴田，不加干涉，反而包庇。

《元史 吴元珪传》谓：

江淮漕臣言：“江南殷富，盖由多匿腴田，若再行检覆

之法，当益田亩累万计。”元珪曰：“江南之平几四十年，户

有定籍，田有定亩，一有动摇，其害不细。”

至元三十一年（ ，江浙省臣说得更明确：

陛下（按：指成宗）即位之初，诏蠲今岁田租十分之

三。然江南与江北异，贫者佃富人之田，岁输其租。今所蠲

特及田主，其佃民输租如故，则是恩及富室而不被于贫民

也。

因此，元朝平定江南后，多次颁诏减免赋税，实际都是笼络江南

地主的政策，江南地主由隐匿田土及减免赋役，得到了发展。甚

至有人提出应认真检核他们隐匿的土地，结果也未实行，惟恐不

利于元政府在江南“长治久安”的安定局面。

，利用江南士人参政，以示拉拢

元朝统治者笼络江南地主的政策，必然使江南士人对之产生

好感，使当时许多士人都参加了元政权，形成了士与吏的结合。

由于元代科举取士的制度并不经常，因此江南士人除大部分人迷

恋于江南豪族的田野生活外，而其中一部分士人即参加了元政

权，进入仕途。明初方孝孺谓：

元之有天下，尚吏治而右文法。凡以吏仕者，捷出取大

官，过儒生远甚，故儒多屈为吏。

然而这种由士人而为吏之人，均属“忠厚洁廉，宽于用法”者，

《元史）卷 册，第

《元史）卷 册，第

《元史》卷 第

《世祖本纪 页。九》，第

《 页。吴元珪传》，第

《成宗纪一》 册 页。，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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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虽贵为公卿，但在“郡邑之间者，亦谨言笃行，与其时称”，

这样的“士而为吏，宜其可称者众也 。这些人，是与江南一”

部分富家豪族为了与官府勾结，保持自己固有的权势，因而“援

结大官贵人如平交，气势出守令上远甚”之辈 ，是完全不同

的。他们“问民疾苦”，“政迹昭著”，“且及国家利害，斧钺在

前，有所不避”，诚“古之所谓豪杰之士”，他们虽在江南官吏中

所占不过十之二三，且与权豪有矛盾，但深得当地士人之尊

敬。 后来为方孝孺所称道的，正是这类人。

元朝科举制度既不按期举行，又由于江南地主及士人的优渥

生活，事实上江南士人登进士的人并不多。据明末吴履震《五茸

志逸随笔》卷 载：元代“名士逸民，都无心于仕进”，以致

“终元之世，江南登进士者，止十九人而已” 。

元代在江南笼络士人的策略，同样成效甚大。无科举时，儒

为吏者不在少数；恢复科举后，“忘昼夜，废寝食”，终日“蒐猎

经史，旁人捷出”以求功名者亦有之。 甚至一些贪墨鄙吝的庸

吏，亦多以交接名流为名，以沽美誉，而对一般的士夫君子则又

异常歧视。

三　　元末士人的生活

元朝政府对江南地主及士人采取了如此优厚的政策，使“天

〔明〕方孝孺：《逊志斋集》卷 《林君墓表》，页 《四部丛刊》本，

上海 年。，商务印书馆，民国

〔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卷 《户部尚书马公墓碑》，页 （四部丛

年。刊）本，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

《南村辍耕录》卷 （阑驾上书》，第 页。

④〔明〕吴履震：《五茸志逸随笔）卷 ，转见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

编》，福州，福建 页。人民出版社， 年，下册，第

〔元〕揭傒斯：《揭文安公全集》卷 《刘福墓 页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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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治平者六七十年”“ 。因而江南乡绅的生活，诚所谓盛也矣”

是安定和奢华的，尤其是苏杭地区更是如此。

江南地主之奢侈生活

据王应奎《柳南随笔》卷 记载，元末常熟地区富民有曹善

诚、徐洪、虞宗蛮三家。而虞氏拥有该县东南之贺舍、花桥、鹿

皮弄三大片土地及住宅。到清初时，仍保存“虞氏故迹”。而贺

舍即是为了虞家办喜事，“特筑舍以居贺者”。花桥系虞氏之花园

原址。而鹿皮弄之由来，系虞家宴庆“杀鹿以食，积皮于其地，

弄以此得名”；“弄旁又有勒血沟，每日杀牲以充馔，血从沟出

流，涓涓不止，其奢侈如此” 。

记载，由于元又据前引之《五茸志逸随笔》卷 朝“法网疏

阔，征税极微”，因而当时僻处海上的松江地区“颇称乐土”，

“富民以豪奢相尚，云肩通裹之衣，足穿嵌金皂靴”，江南富室

“一家雄据一乡，小民慑服”，当时都称他们是“野皇帝”，死后

建坟，也都俗称“某王坟茔” 。其豪富及宫室逾制的状况，简

直不是明清时人所敢想象的。

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曾谈到元朝江南地区的园苑盛况。

当时惟松江下砂瞿氏所拥有之花园最古，宋人诗句“留题壁间”，

仍保存可见，“所写诗佳字亦佳”；此外，苏州、嘉兴一带顾姓、

陈姓的花园，也颇著名，每年“春二、三月间，游人如织 嘉

兴吴氏花园名竹庄，“有池陂数十亩，天然若湖”，园中有水有

亭，“构亭水心，潇洒莫比”。这些园苑经过多次战乱，到明初时

①〔明〕叶 页。子奇：《草木子》卷 上，《克谨篇》，第

〔清〕王应奎：《柳南随笔》卷 《丛书集成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

民国 年， 页。第 册，第

〔明〕吴履震：《五茸志逸随笔》卷 ，转见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

编》，下册，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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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无一存者” 。

元末士人风俗之蒙古化

经过元朝统治者不数十年的笼络政策，元代的江南地区，出

现了一种“以豪侈粗戾变礼文之俗”的现象，即江南士人在风俗

习惯上趋向蒙古化，而江南士人身上的“宋之遗习，消灭尽矣”。

当时为士者已辫发短衣，而且多效仿蒙古人的语言、服饰，为的

，尽快参加元朝政府作官。明人何孟是能“速获仕进” 春也谈

到过这种情况：

（元代）悉以胡俗变易中国之制。士庶咸辫发推髻，深

襜胡帽；衣服则为袴褶窄袖及辫线腰褶，妇女衣窄袖短衣，

下服裙裳，无复中国衣冠之旧。甚者易其姓氏，为胡语。俗

化既久，恬不知怪。

因此江南地区之胡俗，已不全限于士人，也包括妇女。从服饰、

语言、发型、姓氏、饮食，都有着不小的变化。据何孟春说，在

明朝尚延续了“百有余年，胡俗悉复中国之旧矣”！ 可见影响

之深。

江南的这种胡俗，在明初宋濂的文字中也有反映。他在《芝

园续集》卷 《汪先生墓铭》中谓：

先生壮时，元有天下已久，宋之遗俗，变且尽矣。

既然说是“变且尽矣”，当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说蒙古人的风

俗在江南地区烙印极深。

方孝孺在其《后正统论》中还说道：

①〔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 《浙西园 页。苑》条，第

〔明〕方孝孺：《逊志斋集》卷 《俞先生墓表》，页

③〔明〕何孟春：《余冬序录摘抄一》，载〔明〕沈节甫辑：《纪录汇编》卷

，页 ，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 年影印明万历刊本。

④〔明〕宋濂：《宋学士文集 芝园续集）卷 （汪先生墓铭》，页 ，《四部丛

刊》本，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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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元，在宋之时，见胡服、闻胡语者犹以为怪。

百年之间，四海之内，起居、饮食、声音、器用，皆化而同

之。

当然，这种情况亦有例外，像方孝孺所说的金华俞先生，就

是“独率其家以礼，深衣危冠，坐谈古道” 。宋濂所说的汪先

生也是“衣冠动作，语言礼度，犹宋人也” 。

江南士人的文化生活

元代江南的士人，虽一部分入希望做官，但大多数人亦“不

必仕宦”而过着优逸的生活。王世贞曾谈过元代浙中士人的生

活：

浙中每岁有诗社，聘一二名宿如杨廉夫辈主之，宴赏

最厚。饶介之分守吴中，自号醉樵，延诸文士作歌。仲简

（张简）诗擅场，居首坐，赠黄金一饼。高季迪白金三

斤，杨孟载一镒。后承平久，张洪修撰为人作一文，得五百

钱。

元末著名学者贝琼谈到他客居钱唐时的悠闲生活：

至正初（ 年以后），客钱唐，属国家承平无事，而

池台苑囿甲于三吴。时与一二宾客往来湖山之间，此一方壶

也。

甚至兵乱后，他避居华亭，仍然过着“安居暇食以谈礼乐于干戈

之表，亦一方壶也，是非神仙所得专矣”的隐士生活。 当时的

①〔明〕方孝孺：《逊志斋集）卷 （后正统论》，页

②〔明〕方孝孺：《逊志斋集）卷 《俞先生墓表》，页

③〔明〕宋濂：《宋学士文集 芝园续集》卷 ，《汪先生墓铭》，页

④〔明〕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甲前集，《张简）条，上海，古典文学出版

社 页。年，第，

⑤〔明〕贝琼：《清江贝先生文 《方壶记》，页集）卷 （四部丛刊）本，

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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